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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知识基础观和注意力理论，构建跨界搜寻、知识整合、战略柔性和企业创新绩效研究模型，运用SPSS23.0和AMOS24.0软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不显著；知识整合在跨界搜寻四个维度与创新绩效间均发挥中介作用；战略柔性对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均发挥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证实跨界搜寻对企业创新存在搜寻拐点，强调了适度搜寻的价值，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一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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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Search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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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knowledge-based theory and attention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cross-border search, knowledge integration,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PSS23.0 and AMOS24.0 software are used to perform empirical tes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ss-cognitive technology knowledge search, cross-regional technical knowledge search, cross-cognitive market knowledge search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le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ss-regional market knowledge search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not significant. Knowledge integration ha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ross-border search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trategic flexibility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ross-cognitive technology knowledge search, cross-cognitive market knowledge search, cross-regional market knowledge search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se conclusions not only reveal that there is an inflection point of cross-border search’s performanc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roper search, but also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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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信息、需求日趋多元，产品更新加快，企业主动向外搜寻知识是化解竞争压力、提升环境适应力的应对之措，也是强化创新主体地位的战略行动。企业可持续发展需异质知识支持[1]，知识基础观指出，广泛知识储备是企业竞争力来源和创新基石，获取外部资源已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事项[2]。跨界搜寻是企业跨越边界向外搜寻资源的活动[3]，有助于企业知识库扩展，规避局部搜寻不足，超越隧道视野局限，打破能力陷阱与核心刚性束缚[4]，把握新兴市场动态，洞悉行业发展趋势，推动创新绩效提升[5]。现有研究多聚焦跨界搜寻利好面[2,4,5]，然搜寻外部知识并非零成本[1,3]，高价值知识具有分散化分布、隐性特征、适配问题[6]，使跨界搜寻变得复杂而不确定，存在阻碍知识发掘和运用的可能。考虑成本效益比，过度搜寻会导致规模不经济、注意力挤占等问题[1]，有抑制创新绩效的可能。先前研究多将跨界搜寻视为单维结构[5,7]，或仅从搜寻策略、空间范围等角度分类[3,8]，鲜少结合不同标准以细化分类，也较少关注知识类型[9,10]、搜寻方式[11,12]对创新绩效差异化影响，这使二者关系呈“黑箱”状态。
梳理文献发现跨界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及内在机制尚不明确[13]。跨界搜寻拓宽企业知识来源和种类，但受制于内外部异质知识适配度，搜寻到的知识无法直接转化成组织产出[14]，知识整合环节实现从外部知识到创新绩效的转变[6]。组织匹配资源和战略能力高低会影响其知识管理效果，战略柔性便聚焦该能力[15]，影响知识转换成本、整合效率及应用范畴[16]，进而影响跨界搜寻与创新绩效关系。因此，将知识整合、战略柔性引入研究框架，从“外部资源+内部整合+企业能力”综合视角分析跨界搜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基于知识基础观与注意力理论，以320家长三角高科技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跨界搜寻各维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及内在机理，分析企业如何借助知识整合环节内化和应用所搜寻到的外部资源进而提升创新产出，并探讨战略柔性对跨界搜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旨在丰富跨界搜寻相关研究，为企业制定恰当的搜寻战略提供参考。
1  理论回顾和研究假设
1.1  知识基础观
传统资源基础观认为，能被竞争者轻易拥有或模仿的资源难以为企业提供价值，优势资源涵盖知识、能力等，具有稀缺、有价值、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特点[17]。知识基础观将竞争优势来源聚焦于知识资源，认为知识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资源要素，竞争优势塑造依托稀缺知识的获取和整合[18]。知识是企业战略配置的核心资源，是影响企业创新的前置变量[7,19,20]，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信息快速更新，内部知识体系无法支撑持续发展需要，亦无法源源不断产生新思路，企业需汲取并整合外部异质知识，跨界搜寻是获取边界外知识的有效途径[5]，知识整合是实现知识内化、增值的关键机制[14]。
1.2  注意力理论
“注意力”概念被引入管理学研究以来经历“提出→起步→发展”三阶段，并逐渐与企业增长、组织学习等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将注意力视为有限资源，过度分散注意力阻碍企业长远发展；二是聚焦注意力分配，获取和整合知识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等注意力资源[21]。据此，企业有限注意力限制跨界搜寻和知识整合的有效性，也阻止了无序扩张。鉴于外部知识的分散化特征[14]，过多接触知识碎片会分散企业注意力，管理者应专注于有限问题。注意力分配问题解释了不同企业为何在环境适应、知识引入等方面存在效率差异，合理配置注意力使企业快速应对环境变化，跨界搜寻和知识整合效率更高[1,22]。因此，管理者应将有限精力聚焦于关键程序和重要活动。
1.3  跨界搜寻
跨界搜寻源自组织搜寻理论，聚焦企业突破现有边界并探索组织外知识的行为[23]。需求、信息更迭加快赋予企业机遇与挑战，其自有知识难以支撑持续创新，随着知识网络发展，外部知识主体成为异质知识的潜在来源[7]，跨界搜寻是企业向外探寻和获取新知识的关键程序[24]，是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路径[3]。学者们关注跨边界组织搜寻行为，认为其可助力企业摆脱熟悉陷阱、把握市场机遇并获取协同创新活力[2,5,23]。
跨界搜寻分类标准不一，按空间范围，Katila等[3]分成超本地搜寻和本地搜寻；按搜寻策略，Laursen等[8]分成搜寻宽度和搜寻深度；按搜寻方式，Aloini等[25]分成跨认知搜寻和跨地域搜寻；按知识类型，邓昕才等[13]分成市场知识搜寻和技术知识搜寻；按搜寻目的，杨苗苗等[1]分成前瞻性搜寻和追随性搜寻。本研究结合搜寻方式和知识类型，分为：搜寻与现有知识体系认知距离遥远的设计、工艺等技术知识的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搜寻与企业有遥远空间距离的生产、流程等技术知识的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搜寻超越现有认知范围的行业前景、用户需求等市场知识的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和搜寻存在于不同区域上多个细分市场中的渠道信息、需求动向等市场知识的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10,26]。
1.4  知识整合
伴随社会网络飞速发展，企业从向内发掘资源朝着向外探寻知识转变，但外部静态知识无法直接创造价值，其效益发挥依托组织内的资源匹配机制[14]，即知识整合。该概念由Henderson等[27]率先提出，所获取知识碎片需借助整合程序以转化为组织知识架构，后续研究将之细化为知识分享会议、跨部门报告等一系列外部知识消化过程[28]，知识整合涵盖创造、储存、转移和利用四个环环相扣并旨在实现知识资源转化为企业生产力的环节[19]。知识整合核心要义是在获取基础上实现知识流动、重组和增值。
奉小斌等[29]按属性将知识整合分为辅助性和互补性两类测量认知、融合和解构环节；余传鹏等[18]按载体将知识整合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测量知识的外部识别和获取、内部流动和运用，以及跨部门人员的协调和合作等；杨苗苗等[1]、王娟茹等[30]聚焦内部整合程序或能力，考察企业获取和应用新知识的水平，着重整合能力、表现与结果；赵蓓等[14]、Tsai等[31]、Martini等[32]关注组织内正式整合机制，度量企业运用不同手段获取、整合外部知识的程度，着重于整合结构与过程。实践中，跨界搜寻已涵盖知识的外部识别、获取过程[30]，而产生于非正式环节的内部观点会在正式环节中深入分析[31]，为契合“外部获取+内部整合”分析框架，本研究参考赵蓓等[14]学者的观点，聚焦企业内部正式知识整合机制。
1.5  研究假设提出
1.5.1  跨界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
组织创新需知识资产支持[9]，创新实质是知识重构，异质或互补知识与现有知识体系碰撞能生成新想法[24]。企业搜寻知识的过程便是创新过程[3]，通过跨界搜寻获取组织外部的信息、技术，为产品革新、服务改进提供知识基础，为瓶颈问题解决提供多层次思路[8]，一定程度上提高创新产出。不同地域拥有独特知识体系[10]，不同认知领域知识具有新颖性与非冗余性[12]，这些差异为组织注入思路源泉和发展活力，因而跨界搜寻有助于企业突破创新瓶颈。然而有限内部处理系统、注意力资源蕴含吸收难题[8,32]，认知或技术距离会增加学习、交易成本[3]，跨界搜寻活动存在规模或范围不经济性[20]，可能阻碍绩效实现。跨界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未必始终是正向线性关系。
适度跨界搜寻提升创新绩效。创新机会多源自企业外部，跨认知搜寻有助于企业打破思维定势，把握市场需求动向和行业技术趋势，迅速识别新知识，弥补技术短板，及时推出客户心仪的新产品和服务[2,5]；跨地域搜寻使企业嵌入不同地理边界集群网络[7]，有机会获取不同地域独特知识，扩充知识储备[33]，异质性技术或市场信息能为知识重组提供新的可能性，增加创新产出。
过度跨界搜寻抑制创新绩效。企业注意力有限，若将精力、时间大量投入跨认知活动，后续开发、增值环节可投入资源将受到限制[1]。同时，跨界搜寻具有不确定性[32,34]，过度搜寻会使成本超过收益。广泛搜寻跨认知知识可能会将企业知识体系引入不确定、不兼容甚至错误的扩展方向[34]，使企业难以及时适应变化、调整认知模式，体系庞杂易造成知识冗余、思维混乱和行为偏离[14,35]，进而降低创新绩效。跨地域知识的情境特定性、兼容性和适应性问题增加搜寻难度和风险[18]，后续转化环节需解决的问题随知识节点数增加而呈指数型增加[25]，过度搜寻拉长地域跨度，加剧问题产生，降低知识转化效率，抑制创新产出。综上，提出假设：
H1：跨界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
H1a：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
H1b：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
H1c：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
H1d：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
1.5.2  跨界搜寻与知识整合
企业对异质知识探索是知识库更新、后续知识整合的前提[19]，跨界搜寻是识别和获取边界外异质知识的重要渠道以及输入、转移、吸收、运用知识的关键前置程序，是联结知识源与创新流程的纽带[9]。不论何种搜寻方式、知识内容，借助跨界搜寻，企业获得大量异质知识，增加知识多样性，为整合过程奠定知识基础[1]。技术知识跨界搜寻跨越当前技术轨道和范式[33]，推动企业知识库更新，弥补技术缺口，使整合机制更有效[11]；市场知识跨界搜寻推进企业探索契合客户需求新市场[9]，挖掘、吸收市场知识的过程也是整合效率提高的过程，有助于企业逐步完善整合机制[29]。
借助跨界搜寻，企业能打破地域、认知边界限制，获取大量异质性发展资源[36]，也能及时察觉、准确评估市场态势，紧跟环境变化调整组织结构和战略，迅速筛选出顺应发展需要的有益知识，提高知识整合效率和效益[3,29]。综上，提出假设：
H2：跨界搜寻正向影响知识整合。
H2a：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正向影响知识整合；
H2b：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正向影响知识整合；
H2c：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正向影响知识整合；
H2d：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正向影响知识整合。
1.5.3  知识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
创新是企业知识结构调整与发展轨迹重塑的过程，知识整合是其中重要机制，完善的整合机制促进组织内部顺畅沟通和知识流动，使外部知识资源转化为可控知识资产[32]，有助于外部学习发挥撬动内部开发的杠杆作用。整合内外部分散化知识，企业既能过滤噪声、辨别有用知识，专注战略重点和关键任务[32]，也有机会创造独特专属知识结构，跳脱模仿困境，为可持续发展奠定知识基础[1]。整合具有地域或认知距离的知识，企业既能增加建立新关联的机会，也能增加知识重构方案[29]，知识整合机制凝聚不同背景跨部门人员[32]，能增加研发活动中的思维火花。因此，一定的知识整合能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根据注意力理论，企业有限注意力需在多种实践活动间分配[1,31]，知识整合和研发创新存在资源竞争，过度整合导致资源配置矛盾，不利于企业专注核心任务，甚至诱发知识资源向组织绩效转变过程中的阻力。整合认知距离遥远的外部知识需额外投资，建立和完善跨部门整合机制需消耗成本[1]，这使整合活动充满不确定性，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当整合活动增加到成本和收益的交叉点后，整合行为继续增加反而会抑制创新产出。过度自我强化的整合机制易引发路径依赖和组织刚性问题[31]，阻碍企业探索新知识，陷入重复制造怪圈[28]，难以柔性应对环境变化和市场需求；过度整合会使企业忽视认知距离遥远的高价值信息[1]，落入同质知识冗余窘境，妨碍企业洞察创新模式和把握发展机会。因此，提出假设：
H3：知识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
1.5.4  知识整合的中介作用
跨界搜寻提供异质知识的有效获取途径，促进企业创新，但二者未必有直接关联[13]。已有研究指出，知识创造过程依托管理实践和知识整合，前者确定任务优先级并指导企业积极搜寻外部知识，后者强化横向联系并帮助企业有效配置分散化资源[32]。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跨界搜寻和知识整合构成了合力，即对跨界知识再造和增值的能力，借助这股合力，企业能有效应对环境变化并提高创新产出[29]。
跨界搜寻提供外部资源获取机会，使企业面临知识吸收成本、成员知识不对称等挑战。知识整合机制完善帮助企业有效应对上述挑战，推动知识在部门间顺畅流动、共享和运用，提高对外部知识要素的理解程度和利用效率[1,32]，支持企业有效处理搜寻到的分散化知识，将外部知识转化为内部可控资产。外部知识搜寻策略有效性受制于企业是否有能力吸纳外部知识[37]，在经历内化、转移过程后，搜寻到的知识才可应用于具体创新程序[9]。当企业无力在组织内传递、交流知识时，跨界搜寻行为呈现低效率，相反，整合程序顺畅运行能为跨界搜寻和创新活动搭建桥梁[29]，通过实现外部知识内部化，为创新产出奠定知识基础[18]。综上，提出假设：
H4：知识整合在跨界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H4a：知识整合在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H4b：知识整合在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H4c：知识整合在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H4d：知识整合在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1.5.5  战略柔性的调节作用
战略柔性是企业根据环境变化调整战略、配置资源以保持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33]，重新匹配资源的能力是资源柔性，调整战略的能力是协调柔性[15]。转化及利用有效性是知识资产质量高低的关键评判因素[9]，战略柔性体现组织知识管理效率[2]，在探讨跨界搜寻和企业创新关系的边界条件时，部分研究将关注视角置于战略柔性[5,33]，本研究认为战略柔性能够正向调节跨界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
资源柔性为企业配置战略性的资源支持，缓和搜寻、整合、创新等内外部活动的资源冲突，协调柔性使企业快速匹配资源与战略，适应环境变化，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提高企业行动有效性[33]。战略柔性高意味着组织结构较灵活且吸收能力较强，企业能对所搜寻的跨界知识迅速甄别并将其纳入现有认知框架，节省知识整合环节的时间投入，提高知识配置和利用效率[2,33]，增强跨界搜寻为创新绩效带来的正面效应。此外，高战略柔性企业能快速应对环境变化[23]，在外部更广阔范围对异质知识加以选择和利用，实现快速战略转移[38]，降低运营成本和跨界风险。相反，低战略柔性企业的环境适应力较弱，跨界搜寻有较大概率会搜寻到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外部资源[20,34]，比较而言，高战略柔性企业能缓和过度搜寻给企业创新带来的负面效应。综上，提出假设：
H5：战略柔性正向调节跨界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
H5a：战略柔性正向调节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
H5b：战略柔性正向调节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
H5c：战略柔性正向调节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
H5d：战略柔性正向调节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
综上，提出研究的理论模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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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2.1  调查程序与数据收集
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水平整体提高，知识更新速度存在区域差异，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知识更新较快、创新水平较高[13]。外部知识是企业创新重要来源，高科技企业面临环境不确定性和激烈知识竞争，跨界搜寻是其在知识竞争中取胜并实现持续创新发展的关键。调研聚集长三角高科技企业，依据《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确定调研对象，分预调研和正式调研，2019年9月对海康威视、众合科技等30家企业发放预调研问卷，综合反馈结果和专家意见适当调整后形成正式调研问卷；2019年10月开始正式调研，选取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500家企业，借助电子邮件、上门走访等方式介绍调研目的并邀请研发主管等中高层管理者填写问卷，回收402份，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320份，有效率64.0%。利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事后检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在所有题项未旋转情况下提取公因子，其中第一主成分解释总方差为35.16%，低于40%，且小于总变异解释量71.30%的一半，说明样本数据同源方差在合理范围内，不会显著影响研究结果。
2.2  变量测量
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设计问卷，使用李克特5点量表（5=完全符合，1=完全不符合）度量各潜变量，测项汇总见表2。跨界搜寻测度参考张文红等[34]的量表，分别用3个题项度量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和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四个维度；知识整合测度参考赵蓓等[14]、Martini等[32]的量表，用6题项测量企业运用正式机制整合内外部知识的结构和过程；战略柔性测度参考胡畔等[5]、Zhou等[15]的量表，分别用3个题项度量企业的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指标；创新绩效测度参考Laursen等[8]的量表，分别用3个题项度量企业的创新效益和创新效率。结合既有研究成果[5]，将企业规模（Size）和成立年限（Age）作为控制变量。
3  数据分析和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样本结构
被调研样本中，多数规模较大，拥有401~500名员工的企业占29.69%；多数企业成立时间较长，成立7~10年的占34.06%；产权性质方面，民营企业占比最高（44.69%）；行业类型上，电子信息类（19.38%）及生物与新医药类（18.13%）企业占比偏高。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N=320）
	特征变量
	特征值
	频数
	比例（%）
	特征变量
	特征值
	频数
	比例（%）

	企业规模
	100人以下
	26
	8.13
	行业类型
	电子信息
	62
	19.38

	
	101~200人
	47
	14.69
	
	生物与新医药
	58
	18.13

	
	201~400人
	73
	22.81
	
	高技术服务业
	42
	13.13

	
	401~500人
	95
	29.69
	
	资源和环境
	35
	10.94

	
	500人以上
	79
	24.68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35
	10.94

	成立年限
	1~3年
	30
	9.38
	
	新材料
	31
	9.69

	
	4~6年
	85
	26.56
	
	光机电一体化
	23
	7.19

	
	7~10年
	109
	34.06
	
	航空航天
	16
	5.00

	
	10年以上
	96
	30.00
	
	其他
	18
	5.60

	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
	46
	14.38
	

	
	民营企业
	143
	44.69
	

	
	合资企业
	68
	21.25
	

	
	外资企业
	51
	15.94
	

	
	其他
	12
	3.74
	


3.2  信效度检验
运用SPSS23.0和AMOS24.0软件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表2是信效度检验结果。各变量KMO值均超过0.8（0.828~0.902），跨界搜寻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4个公因子（解释总方差为84.395%），利用最大方差法执行的因子正交旋转结果显示，各测项均在对应公因子上有高于0.5的载荷，未出现跨因子载荷情况，因此结构效度较好；潜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超过0.8（0.881~0.929），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各测项的因子载荷量均处于[0.5，0.95]间（0.688~0.934），因此量表信度良好；依托上述因子载荷量计算平均萃取方差（AVE）与组合信度（CR），AVE值均大于0.5的阈值（最低为0.626），CR值均大于0.7的阈值（最低为0.884），因此各变量均有较好收敛效度。此外，相关矩阵（表3）对角线上加粗部分为AVE平方根，该值均高于其所在列对应的变量间相关系数，说明判别效度良好。
表2  信效度检验结果
	潜变量
	测项
	Cronbach’s ɑ
	因子载荷
	AVE
	CR
	KMO

	BS
	TS-C
	TS-C1企业了解行业内技术、工艺发展情况
	0.929
	0.855
	0.814
	0.929
	0.839

	
	
	TS-C2企业收集使用同类技术的所有行业的信息
	
	0.915
	
	
	

	
	
	TS-C3企业关注与其有技术关联的行业
	
	0.934
	
	
	

	
	TS-R
	TS-R1企业了解本地同行企业的产品研发与技术情况
	0.884
	0.869
	0.717
	0.884
	

	
	
	TS-R2企业关注本省同行企业的产品研发与技术情况
	
	0.851
	
	
	

	
	
	TS-R3企业关注省外同行企业的产品研发与技术情况
	
	0.820
	
	
	

	
	MS-C
	MS-C1企业关注提供同类产品企业的信息与销售情况
	0.905
	0.871
	0.765
	0.907
	

	
	
	MS-C2企业关注提供不同类产品或服务，但能满足客户相同需求的行业
	
	0.901
	
	
	

	
	
	MS-C3企业关注提供互补产品企业的信息与活动
	
	0.852
	
	
	

	
	MS-R
	MS-R1企业了解本地市场的产品质量及价格情况
	0.901
	0.862
	0.752
	0.901
	

	
	
	MS-R2企业了解临近区域的产品质量及价格情况
	
	0.888
	
	
	

	
	
	MS-R3企业关注国际市场的产品质量及价格情况
	
	0.851
	
	
	

	KI
	KI1企业通过定期的正式记录和报告来开展学习活动
	0.881
	0.757
	0.660
	0.921
	0.828

	
	KI2企业通过召开例行会议来促进内部成员间信息分享
	
	0.843
	
	
	

	
	KI3企业通过组建跨部门团队来开展面对面讨论
	
	0.800 
	
	
	

	
	KI4企业对于失败的产品研发项目进行正式分析
	
	0.824
	
	
	

	
	KI5企业对于成功的产品研发项目进行正式分析
	
	0.812
	
	
	

	
	KI6企业使用专家、顾问来协调及整合不同部门、个人间知识
	
	0.835
	
	
	

	SF
	SF1企业有更高的部门间资源共享程度
	0.922
	0.804
	0.626
	0.910
	0.882

	
	SF2企业有更低的资源用途转换成本
	
	0.788
	
	
	

	
	SF3企业能用更少时间找到替代资源
	
	0.761
	
	
	

	
	SF4企业能更快寻找到新的资源组合方式
	
	0.790 
	
	
	

	
	SF5企业通过组织系统更快地配置资源于目标用途上
	
	0.688
	
	
	

	
	SF6面对竞争，企业能更积极主动地做出反应
	
	0.901
	
	
	

	IP
	IP1企业专利申请量很多
	0.906
	0.729
	0.672
	0.925
	0.902

	
	IP2企业的新品销售额不断上升
	
	0.773
	
	
	

	
	IP3企业的新品研发成功率不断提升
	
	0.830 
	
	
	

	
	IP4企业能比竞争对手更快推出新品
	
	0.803
	
	
	

	
	IP5市场对企业产品改进及革新的反应较好
	
	0.852
	
	
	

	
	IP6通过合作创新，企业技术水平有明显提升
	
	0.919
	
	
	


注：跨界搜寻--BS，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TS-C，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TS-R，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MS-C，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MS-R，知识整合--KI，创新绩效--IP，战略柔性--SF，下同。
3.3  相关性分析
由相关分析矩阵可知，潜变量间存在大量显著关系，且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7，为后续检验奠定了基础。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法检验多重共线性，各变量的VIF值均在[0，10]间，说明不存在显著多重共线性干扰，可开展回归分析。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TS-C
	3.062
	1.102
	0.902
	
	
	
	
	
	

	2.TS-R
	3.226
	0.892
	0.228**
	0.847
	
	
	
	
	

	3.MS-C
	3.413
	0.935
	0.316**
	0.358**
	0.875
	
	
	
	

	4.MS-R
	3.492
	0.919
	0.230**
	0.381**
	0.545**
	0.867
	
	
	

	5.KI
	3.433
	0.886
	0.373**
	0.507**
	0.643**
	0.500**
	0.812
	
	

	6.SF
	3.549
	0.870
	0.070
	0.050
	0.075
	0.173**
	0.099
	0.791
	

	7.IP
	3.490
	0.854
	0.409**
	0.364**
	0.415**
	0.631**
	0.423**
	0.442**
	0.820


注：1）对角线上加粗部分是AVE平方根值；2）双尾检验，*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3.4  假设检验
3.4.1  主效应检验
为检验跨界搜寻各维度与创新绩效是否存在倒U关系，将数据标准化处理，借鉴Akien等[39]推荐的曲线效应检验方法，依次将控制变量、自变量及其平方项引入回归模型，表4为层次回归分析结果。根据模型1和模型2，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正（β=0.409，p<0.001），其平方项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负（β=-0.560，p<0.001），说明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间有倒U型关系，H1a得证。同理，由模型3（β=0.360，p<0.001）和模型4（β=-0.669，p<0.001）可知，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由模型5（β=0.410，p<0.001）和模型6（β=-0.462，p<0.001）可知，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亦存在倒U型关系，H1b和H1c分别得证。此外，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模型7，β=0.625，p<0.001），然而，其平方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059但不显著（模型8，p>0.05），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不显著，H1d未得证。可能随着市场逐步开放，地域隔阂、跨地域市场差异逐步缩小，企业持续创新和战略发展需要吸纳大量跨地域市场知识，而其实际获得的独特知识可能并未达到搜寻临界值，尚不会迎来绩效拐点，因而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图2~图5分别是跨界搜寻四个维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示意图。
表4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IP
	KI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Size
	-0.077
	-0.053
	-0.086
	-0.090
	-0.064
	-0.031
	-0.060
	-0.059
	-0.069
	-0.042
	-0.058
	-0.057
	-0.020
	-0.047

	Age
	0.112*
	0.040
	0.092
	0.045
	0.090
	0.084
	0.056
	0.053
	0.106
	0.065
	-0.002
	-0.025
	0.030
	-0.048

	TS-C
	0.409***
	0.516***
	
	
	
	
	
	
	
	
	0.368***
	
	
	

	TS-C2
	
	-0.560***
	
	
	
	
	
	
	
	
	
	
	
	

	TS-R
	
	
	0.360***
	0.009
	
	
	
	
	
	
	
	0.505***
	
	

	TS-R2
	
	
	
	-0.669***
	
	
	
	
	
	
	
	
	
	

	MS-C
	
	
	
	
	0.410***
	0.274***
	
	
	
	
	
	
	0.641***
	

	MS-C2
	
	
	
	
	
	-0.462***
	
	
	
	
	
	
	
	

	MS-R
	
	
	
	
	
	
	0.625***
	0.595***
	
	
	
	
	
	0.625***

	MS-R2
	
	
	
	
	
	
	
	-0.059
	
	
	
	
	
	

	KI
	
	
	
	
	
	
	
	
	0.421***
	0.280***
	
	
	
	

	KI2
	
	
	
	
	
	
	
	
	
	-0.455***
	
	
	
	

	R2
	0.179
	0.477
	0.143
	0.452
	0.180
	0.373
	0.402
	0.404
	0.260
	0.374
	0.142
	0.262
	0.415
	0.256

	△R2
	0.172
	0.470
	0.134
	0.445
	0.172
	0.365
	0.396
	0.397
	0.250
	0.366
	0.134
	0.255
	0.410
	0.249

	F
	23.029***
	71.727***
	17.505***
	64.940***
	23.113***
	49.923***
	70.763***
	53.464***
	27.628***
	47.119***
	17.479***
	37.315***
	74.838***
	3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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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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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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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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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3.4.2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分别检验跨界搜寻各维度与知识整合，以及知识整合与创新绩效的直接关系（见表4）。根据模型11，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显著正向影响创新绩效（β=0.368，p<0.001），H2a成立。根据模型12、模型13和模型14，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β=0.505，p<0.001）、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β=0.641，p<0.001）、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β=0.625，p<0.001）对创新绩效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H2b、H2c和H2d亦成立。根据模型9和模型10，知识整合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421（p<0.001），且其平方项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455（p<0.001），说明知识整合与创新绩效有倒U型关系，H3得证。
Stolzenberg[40]认为，当自变量（X）经由中介变量（M）影响因变量（Y）的间接路径中存在曲线关系时，用θ表示因为X变化引起M变化所导致Y的间接变化率（如式1），θ即瞬时中介作用。鉴于跨界搜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已验证存在倒U型关系，借鉴上述观点并使用MEDCURVE宏指令检验瞬时中介作用。具体做法：对X分别赋值为“均值-标准差”、“均值”、“均值+标准差”，利用Bootstrap法计算对应的θ并依次检验95％置信区间下X取特定值时M的瞬时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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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跨界搜寻各维度正向作用于知识整合，而知识整合与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由式1可知，在跨界搜寻取值逐步提高过程中，知识整合瞬时中介作用会逐步降低。如表5所示，以Bootstrap重复抽样1000次为例，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从1.957（均值-标准差）增至3.061（均值）时，对应的CI不含0，θ从0.160降至0.102；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从3.061增至4.166（均值+标准差）时，对应的CI不含0，θ从0.102降至0.075，说明知识整合在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间有显著瞬时中介作用，随着搜寻逐步提高，作用会逐步降低，H4a得证。同理，知识整合分别在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间具有显著的瞬时中介作用，H4b、H4c及H4d均得证。
表5  瞬时中介作用检验
	中介变量
	自变量
	X取值
	95%CI
	瞬时中介作用

	
	
	
	下限
	上限
	

	KI
	TS-C
	1.957
	0.073
	0.230
	0.160

	
	
	3.061
	0.047
	0.150
	0.102

	
	
	4.166
	0.034
	0.110
	0.075

	
	TS-R
	2.333
	0.087
	0.285
	0.198

	
	
	3.226
	0.063
	0.206
	0.143

	
	
	4.120
	0.050
	0.161
	0.112

	
	MS-C
	2.476
	0.071
	0.331
	0.260

	
	
	3.413
	0.052
	0.240
	0.189

	
	
	4.349
	0.041
	0.189
	0.148

	
	MS-R
	2.572
	0.015
	0.146
	0.129

	
	
	3.492
	0.011
	0.107
	0.095

	
	
	4.412
	0.009
	0.085
	0.075

	重复抽样次数=1000


3.4.3  调节效应检验
战略柔性调节效应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针对二次曲线调节效应，Aiken等[39]指出存在以下检验情况：①仅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说明只有曲线斜率被改变；②仅自变量平方项和调节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说明只有曲线形状被改变；③两个交互项系数均显著，则曲线斜率、形状均被改变。参照此观点，依据模型2，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和战略柔性的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创新绩效（β=0.128，p<0.01），而依据模型3，此交互项对创新绩效影响依旧显著（β=0.125，p<0.01），但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平方项和战略柔性的交互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β=0.020，p>0.05），说明该曲线只有斜率被改变，H5a部分成立，相应的调节作用图（图6）进一步支持该结论。根据模型5和模型6，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与战略柔性的交互项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07，p<0.01），但在将其平方项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后，该正向影响不再显著（β=0.030，p>0.05），且其平方项与战略柔性的交互项对创新绩效亦无显著影响（β=0.051，p>0.05），说明对应的曲线斜率、形状均未发生改变（如图7），H5b不成立，这可能源自跨地域技术知识高度的情境特定性和复杂性，借助组织内部一定的战略柔性，尚且无法迅速将其有效配置，亦无法有效降低运用成本，因而调节作用不显著。根据模型9，在回归模型中引入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平方项与战略柔性的交互项后，其一次项的交互项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依旧显著（β=0.267，p<0.001），且平方项的交互项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35，p<0.05），说明相应的曲线斜率、形状均发生改变（如图8），H5c成立。同理，根据模型12，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β=0.169，p<0.01）、其平方项（β=0.201，p<0.01）各自与战略柔性的交互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为正且显著，说明该曲线斜率、形状都被改变，对应的调节作用图（图9）进一步证实该结论，H5d成立。
表6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IP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Size
	-0.020
	-0.022
	-0.022
	-0.053
	-0.058
	-0.058
	0.006
	0.012
	0.012
	-0.018
	-0.022
	-0.021

	Age
	0.025
	0.034
	0.035
	0.029
	0.032
	0.033
	0.058
	0.037
	0.038
	0.028
	0.028
	0.028

	TS-C
	0.483***
	0.513***
	0.513***
	
	
	
	
	
	
	
	
	

	TS-C2
	-0.486***
	-0.484***
	-0.482***
	
	
	
	
	
	
	
	
	

	TS-R
	
	
	
	0.031
	0.058
	0.040
	
	
	
	
	
	

	TS-R2
	
	
	
	-0.547***
	-0.590***
	-0.635***
	
	
	
	
	
	

	MS-C
	
	
	
	
	
	
	0.272***
	0.312***
	0.313
	
	
	

	MS-C2
	
	
	
	
	
	
	-0.396***
	-0.430***
	-0.397***
	
	
	

	MS-R
	
	
	
	
	
	
	
	
	
	0.526***
	0.518***
	0.471***

	MS-R2
	
	
	
	
	
	
	
	
	
	-0.083
	-0.103*
	-0.131**

	SF
	0.289***
	0.282***
	0.268***
	0.283***
	0.286***
	0.353***
	0.337***
	0.337***
	0.216***
	0.344***
	0.347***
	0.245***

	TS-C×SF
	
	0.128**
	0.125**
	
	
	
	
	
	
	
	
	

	TS-C2×SF
	
	
	0.020
	
	
	
	
	
	
	
	
	

	TS-R×SF
	
	
	
	
	0.107**
	0.030
	
	
	
	
	
	

	TS-R2×SF
	
	
	
	
	
	0.051
	
	
	
	
	
	

	MS-C×SF
	
	
	
	
	
	
	
	0.229**
	0.267***
	
	
	

	MS-C2×SF
	
	
	
	
	
	
	
	
	0.135*
	
	
	

	MS-R×SF
	
	
	
	
	
	
	
	
	
	
	0.101*
	0.169**

	MS-R2×SF
	
	
	
	
	
	
	
	
	
	
	
	0.201**

	R2
	0.553
	0.568
	0.569
	0.524
	0.534
	0.540
	0.481
	0.529
	0.538
	0.518
	0.521
	0.536

	△R2
	0.546
	0.560
	0.559
	0.517
	0.525
	0.530
	0.473
	0.520
	0.527
	0.510
	0.512
	0.526

	F
	77.726***
	68.717***
	58.755***
	69.233***
	59.839***
	52.406***
	58.179***
	58.687***
	51.833***
	67.364***
	56.732***
	51.573***


注：执行战略柔性对跨界搜寻各维度与创新绩效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干扰，纳入控制项后，再依次纳入自变量、自变量平方项、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自变量平方项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执行层次回归分析，其前两层回归结果同表4结果，受篇幅限制，此处仅展示后三层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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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战略柔性对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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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战略柔性对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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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战略柔性对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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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战略柔性对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跨界搜寻能扩充企业知识库[13]，增加知识重组机会，加深企业对行业趋势的把握[2]，弥补技术缺口[5]。然而，外部知识具有分散化特征，与现有知识体系存在差异和适配问题[6]，内部精力和信息处理系统具有有限性[1,32]，过度搜寻跨界知识使企业资源配置分散，给现有认知模式和处理系统带来挑战。既有研究多聚焦跨界搜寻对企业创新的正效应[24,29,34]，较少关注跨界搜寻成本效益，过度搜寻对创新绩效存在负效应，本研究从知识类型、搜寻方式细化了跨界搜寻的具体形式，证实跨界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技术知识跨界搜寻、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倒U型关系显著，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倒U型关系不显著。说明企业开展适度技术和市场跨界搜寻，能拓宽知识框架，把握行业动向，提升创新产出。然而，跨界活动增加到一定程度，过度搜寻收益难以抵消不断增长的成本，阻碍创新绩效提升。不同于朱益霞等[9]学者视过度市场搜寻为创新阻力，本研究显示跨地域市场搜寻程度拓展对创新绩效并不存在显著消极影响，可能源于企业面对逐步开放的市场及激烈的跨地域竞争，为保持优势地位仍需大量汲取跨地域市场知识。
既有研究认为外部知识无法直接实现价值[37]，竞争优势和创新产出还取决于企业是否有能力内化、整合、运用知识[6,14]，内部整合机制能有效补充外部搜寻活动，最终作用于企业创新[32]。本研究证实了该观点，企业在筛选、吸收跨界知识时，借助知识基础拓展，内部整合机制获得有效完善，通过整合所搜寻知识，能实现外部资源内部化，在组织内顺畅流动的外部知识推动新方法产生及创新活动开展。研究结果表明，过度知识整合亦会过犹不及，企业在不同知识领域分配资源、运行整合机制时，面临资源分散化和规模不经济问题，多元分散的知识特征提升了整合活动复杂程度，易诱发信息过载[20]。不同于以往研究探讨跨界搜寻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24,28,32,35]，或将中介机制聚焦在企业能力[5,9,13]，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组织内部机制作用[29,30]，本研究延续该视角并验证了知识整合是跨界搜寻作用于创新绩效的重要传导路径。研究证实了杨苗苗等[1]、武梦超等[28]、Tsai等[31]的观点，在有限内部资源情况下，知识整合亦存在成本效益，过度整合存在抢占注意力资源等弊端，会抑制创新。结论补充了知识整合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丰富了跨界搜寻对创新绩效作用机理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战略柔性在跨界搜寻不同维度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具有不同调节作用，对技术知识搜寻，高战略柔性仅能增强跨认知技术知识搜寻的积极影响，但对跨地域技术知识搜寻路径未有显著影响；对市场知识搜寻，高战略柔性既能提高跨认知市场知识搜寻、跨地域市场知识搜寻的正效应，又能缓和过度市场知识搜寻对创新绩效的负效应。这表明适度跨界搜寻情况下，战略柔性可充当助推剂，促进企业有效配置内外资源以实现创新发展；过度跨界搜寻情况下，战略柔性能缓和市场知识搜寻的资源冲突，提升资源利用率和环境适应力[23]。结论验证了殷俊杰等[33]的观点，战略柔性是跨界搜寻影响企业创新关键情境因素，并细化了不同跨界搜寻形式下的具体调节作用，从而有益补充了边界条件研究。
4.2  管理启示
企业创新依赖知识要素输入和重构，但组织内部知识是有限的，创新速度会随着可用资源减少而下降，跨界搜寻已成为企业获取外部资源、提升创新产出和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3,9]。研究表明，跨界搜寻存在拐点，适度搜寻有助于提升创新绩效，达到相应水平后，受制于规模不经济性和成本效益问题，过度搜寻会抑制创新绩效。
管理实践中，企业不能在发展中固步自封，需积极向外搜寻知识，制定适宜的开放策略、优化内部机制以提高外部资源利用效率。创新成功依赖跨界知识输入和重构[32]，特定地域或认知范围内可搜寻资源是有限的，为规避知识冗余和重复制造，企业要扩大搜寻范围，以扩充资源基础并破除发展瓶颈，如企业可与外部创新生态系统建立持续协同关系，采用市场研究、技术分析等实践推动跨界行为并提高搜寻效率。针对跨界搜寻存在成本增加和资源分配难题，企业应谨慎决定搜寻方式和内容，将有限资源用于关键任务，准确评估知识源头与类型，权衡搜寻成本和收益，规避过度搜寻的不良影响，努力提高创新绩效。
获取外部资源能助力企业识别机会与威胁，塑造产品开发的知识基础，但新知识能否转化为创新能力还取决于企业的知识整合[14,30]，企业能否有效配置资源、适应环境变化会受制于自身战略柔性的高低[23,33]，这些内部机制和能力是影响竞争成败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应当积极借助内部会议、跨部门团队等方式推动组织内的知识流动，通过完善内部机制提高整合效率；平衡跨界搜寻和知识整合，通过协调内外活动来增强创新能力；实时监控环境变化，制定柔性战略，提高组织内资源共享程度，寻求、积累能适应环境变化的替代资源，通过增强战略柔性缓和外部冲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4.3  局限与展望
研究局限主要有：（1）未关注时间因素对企业知识整合经验及创新绩效的影响；（2）忽略了不同规模下企业搜寻战略差异，如小微企业会否选择跨界搜寻战略及是否面临过度搜寻问题，大型企业会否因庞大规模、复杂结构而无法灵活跨界；（3）未探讨同时跨越认知和地域边界的搜寻策略与企业创新的关系；（4）内在机理仅关注内部正式整合机制和战略柔性。未来可将时间因素纳入考量，开展纵向研究，将企业规模类型、跨界搜寻策略加以细化，深入挖掘其他潜在的影响机制，以求进一步厘清具体实践情境下跨界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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